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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至遲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明人開始仿鑄歐洲的前裝滑膛銅砲。此後二十多年
與清軍交戰的過程中，明朝工匠陸續融入南方較發達的鑄鐵工藝以及北方已有逾百年傳
統的鐵心銅體佛郎機子銃製法，造出品質絕佳的「定遼大將軍」砲。稍後，清朝也利用
投降漢人工匠成功量產出結構類似的「神威大將軍」砲。這些複合金屬砲比銅砲更輕更
省，且可強化砲管的抗膛壓能力，其品質應在世界居領先地位。然而，此一先進製法卻
在清朝定鼎之後長期的平和狀態中遭到遺忘。道光二十年（1840）掀起的鴉片戰爭，迫
使清廷重新大量造砲。此波新砲追求厚重，並令複合金屬技法再度風行，製出「耀威大
將軍」等萬斤重砲。惟因其砲管內壁不夠勻稱，材質亦較西砲為差，仍無力面對西方列
強的挑戰，紅夷火砲在中國也終於隨著稍後線膛砲的崛起而走入歷史。本文除介紹筆者
過去十多年來所獲見的 48門深遭學界忽視的明清複合砲外，並嘗試勾勒出此類特殊砲
種的「文化傳記（cultural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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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大航海時代」中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為首的歐洲國家，
開始透過其堅船利砲影響美洲、非洲以及亞洲許多緊鄰大洋的地區。先前歐洲已
出現許多口徑超過 30	cm的前膛裝填式 bombard砲，此種砲是將熟鐵（wrought	
iron）先鍛打成長條形，（註 1）再箍起來焊接成圓管。（註 2）惟因其既笨重且裝填
費時，故自十五世紀後期開始，轉而生產用熟鐵鍛造而成的小型後膛裝填式火砲
（breechloader，西班牙人稱之為 verso），每門母銃附數門子銃（chamber），（註 3）
事先裝好彈藥，發射後可立即抽換。但由於鍛造法十分費時費工，且鐵砲在海船
上容易生鏽，膛炸時還易裂成碎片傷人，遂於十六世紀初又出現較輕的青銅鑄後
膛裝填式火砲，葡萄牙人名之為 berço，其內徑約 5	cm，砲重約 150	kg，發射 1	
lb重之彈，每門母銃配備 4門子銃，有效射程約 600	m，最快每半分鐘可發射一
發。（註 4）然因當時機械的製造精度不夠，導致膛內火藥的爆炸力量常從母、子
1.	西方古代製造 wrought	iron（鍛鐵或熟鐵，指含碳量小於 0.25%之鐵，依其碳含量的高低相當於現在的
極軟鋼、軟鋼及半軟鋼）的方法有二：早期的「塊煉法（bloomery）」是用木炭在爐中加熱鐵砂，當溫
度接近 1,150℃左右，礦石中的氧化鐵會還原成金屬鐵，產生疏鬆多孔的塊煉鐵（bloomery	iron）；此
時，若將塊煉鐵自爐中移出，加以鍛打，即可擠出大部分的雜質，並打進適量的碳，以增加其硬度，但
此法的產量不高。十五世紀以後，則出現「間接法（indirect）」，先用高爐使溫度加高到 1,150℃之上，
令鐵砂熔煉成流體狀態，產出生鐵或稱鑄鐵（cast	iron；含碳量約為 3–5%），由於液態的生鐵與雜質彼此
密度不同，故在倒出冷卻時可以較易分離；接著，以另一精煉爐（finery）將生鐵再度加熱，並運用氧
化環境把生鐵中的碳轉化成二氧化碳，即可產出低碳的 wrought	iron；此法因工序較易，逐漸取代塊煉
法。西方現存的 bombard鐵砲大多採用塊煉法，但少數亦出自間接法。中國在西漢中期就已使用炒鐵
（puddling	iron）技術發明了間接法，該法先將生鐵熔成流態後，再用木棍持續攪拌，使生鐵中所含之碳
元素不斷氧化，如此，就可得到低碳的 wrought	iron。雖然 wrought	iron的強度及硬度可能不及生鐵，
但較具韌性和延性，也較容易焊接和鍛造。參見 Robert	D.	Smith	&	Ruth	Rhynas	Brown,	Bombards, 
Mons Meg and Her Sisters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Royal	Armouries,	1989),	pp.	98–102；華覺明，
《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頁 380–385。
2.	 Robert	D.	Smith	&	Ruth	Rhynas	Brown,	Bombards, Mons Meg and Her Sisters,	pp.	7–9.
3.	明人邱濬（1420–1495）有云：「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
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
一線用火發之。」由於中國古代對「銃」、「砲」、「炮」、「礮」、「熕」等字的用法，並無明確區分，筆者
在行文中，除引用原始文獻外，將儘量只使用「砲」或「銃」兩字，且將所討論的火砲侷限在非個人火
器（重量大於 20	lb）。參見邱濬，《大學衍義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
成化二十三年成書），卷 122，頁 1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t. 7: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92.
4.	 John	Vogt,	“Saint	Barbara’s	Legion:	Portuguese	Artillery	in	the	Struggle	for	Morocco,	1415–1578,”	Mili-
tary Affairs,	41.4	(1977),	pp.	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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銃的間隙外洩，此故，銅鑄的前裝滑膛火砲（muzzleloading	smooth	bore	can-
non）在十六世紀前期逐漸引領風潮，並在該世紀末葉令後膛裝填的火砲開始從
歐洲各國的海船淡出。（註 5）至十六世紀末葉，因航海需求益增，且銅價遠高於
鐵，鑄鐵砲才日益普及。（註 6）
中國雖然是火藥甚至火砲的發明國，但自明朝統一以來，長期的安定與和
平，令火器的設計或製造均無太大進展，反倒因「大航海時代」的興起，而接觸
到歐洲已後來居上的火砲。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葡國探險家達加瑪（Vasco	
de	Gama,	1460–1524）發現從歐洲到印度的新航路，直抵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
licut）；1510年（正德五年），佔領印度西岸的臥亞（今譯果阿；Goa），並繼續
沿海岸往南發展；1511年，更奪取滿剌加（今馬六甲），自此對原先以中國為中
心的東南亞國際秩序產生嚴重衝擊。（註 8）赴海外發展的華人應至遲在正德（1506–
5.	此段參見 John	F.	Guilmartin,	Jr.,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
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pp.	168–171.
6.	 Adrian	B.	Caruana,	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1875, Vol. 1: 1523–1715, the Age of Evolu-
tion	(Rotherfield:	Jean	Boudriot	Publications,	1994),	pp.	48–50.
7.	改繪自 John	F.	Guilmartin,	Jr.,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p.	170;	Robert	D.	Smith	&	Ruth	Rhynas	Brown,	Bombards, Mons Meg and Her 
Sisters,	p.	26.
8.	廖大珂，〈滿剌加的陷落與中葡交涉〉，《南洋問題研究》，115（廈門：2003），頁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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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火砲。其中銅鑄的 cannon，長約 2 m；但鍛鐵
造的 bombard，則未依比例圖示，其長往往有逾 5 m者（註 7）
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76
1521）中葉左右，即親見葡萄牙人所使用的 berço砲，並名之為佛郎機銃，（註 9）
但此一新型火器當時尚未在中國普及。正德下半葉，因盜賊四起和宸濠叛亂，令
佛郎機銃很快就在閩粵和江西一帶流傳。（註 10）嘉靖（1522–1566）以後，更因
要防範「南倭北虜」的侵擾，而使佛郎機銃逐漸變成明軍的制式火器。嘉靖二年
起，軍器局陸續發造大、中、小樣佛郎機銅銃，至於鐵佛郎機銃的鑄造，則始自
嘉靖四十年。（註 11）據嘉靖末年的統計，遼東各城總共配置了各式佛郎機銃 1,443
門，其中至少有 549門為銅銃；而戚繼光（1528–1588）在其《紀效新書》中，
亦曾提及佛郎機銃有長達 9尺（明清 1尺約合 32	cm）者。（註 12）
明人首度接觸歐洲製的前裝滑膛火砲，不會遲於十七世紀初。萬曆四十七年
（1619），明軍於薩爾滸之役大敗，為求在武備上有所突破，遂由協理京營戎政黃
克纘（1550–1634）主導，聘請曾在馬尼拉協助西班牙人鑄砲的閩籍工匠於次年
仿鑄「呂宋大銅砲」，惟因品質不佳，未能在天啟元年（1621）的瀋遼之役中力
挽狂瀾。接著，天主教官員徐光啟（1562–1633）透過教中人士的幫忙，嘗試直
接自澳門引進西洋製前膛裝填砲和砲師，揭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第一
課。（註 13）迄崇禎年間，除陸續將打撈自東南沿海歐洲沈船的西洋大砲解京外，
	 9.	佛郎機（又名佛朗機、佛狼機、狼機等）原為法蘭克人（Franks；曾於第五世紀入侵西羅馬帝國，佔據
今法國北部、比利時和德國西部等地，建立中世紀早期西歐最強大的基督教王國）之對音，但又常被狹
義地指葡萄牙人。此詞波斯人作 Farangıˉ	或 Firingıˉ，阿拉伯人作 Al-Faranj,	Ifranjıˉ,	Firanjıˉ，錫蘭人作
Parangi，南印度人作 P'arangi，暹羅人作 Pharang。使用時略帶貶意，如印度社會就將佛郎機人（當
地乃指葡萄牙人或在印度出生的葡裔）歸類為低賤之種姓；此與葡萄牙人稱呼伊斯蘭教徒為摩爾人
（Moors）的情形相近。當時中東和亞洲之人大多用出處來命名 berço。印度莫臥兒（Mughal）帝國的
第一位皇帝 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1483–1530），在敍述奠定其開國基業的 Panipat（1526）
之役時，聲稱曾得力於一種被稱作 firingıˉ的火砲，應就指的是此種後膛裝填砲。參見戴裔煊，《《明史・
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 1；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	Murray,	1903),	pp.	352–353,	582;	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	Babur-na-
ma,	trans.	Annette	Susannah	Beveridg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	pp.	369,	473–474,	670;	G.	N.	Pant,	Mughal Weapons in the Baˉbur-naˉmaˉ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89),	pp.	160–162.
10.	李斌，〈關於明朝與佛朗機最初接觸的新史料〉，《九州學刊》，6.3（臺北：1994），頁 95–100；周維強，
〈佛郎機銃與宸濠之叛〉，《東吳歷史學報》，8（臺北：2002），頁 93–127。
11.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印萬曆間刊本），卷 193，頁 2–3。
12.	參見李輔等修，《全遼志》（臺北：藝文印書館，《四部分類叢書集成・遼海叢書》鉛印本，嘉靖四十五
年成書），卷 2，頁 67–69；有馬成甫，《火砲の起原とその傳流》（東京：吉川弘文館，1962），頁 520–
581。
13.	黃一農，〈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本，
第 3分（臺北：2008），頁 37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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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粵等地亦因冶鐵技術較發達，（註 14）而擁有量產此種新型武器的能力。（註 15）
許多學者在研究十六、七世紀歐洲火砲技術傳華史時，常誤以為中國一直只
停留在模仿抄襲的層次。（註 16）事實上，以冶鐵見長的明朝，在接納歐洲較先進
的設計後，也曾激盪出新的製砲技術，並於明末造出全世界品質最高的鐵心銅體
砲，惟此法並未能在明清中國得到足夠認同，也未能在近代學界引發應有重視。
（註 17）過去十餘年來，筆者曾多次赴國內外實地調查各種現存火砲，本文將首度
結合文物與文獻，有系統地介紹這類複合金屬砲（composite-metal	cannon），並
追索其在華的發展興衰，且與其它國家類似的技術進行比較分析，希望能為近代
軍事史、科技史或物質文化史開創新的研究視野。
二、明末製造的複合金屬砲
㈠嘉靖年間的鐵心銅體佛郎機子銃
中國現存的佛朗機銃實物中，有編號至一萬七千多號者，通常每門配有子銃
5或 9具，然而，迄今僅十多具子銃尚存，除銅鑄者外，5具是鐵心銅體（內壁
之鐵管應為鍛造，外壁則為鑄銅，鐵心較銅體略薄；見表一），（註 18）此與歐洲
以鍛鐵或鑄銅單一金屬製造的情形頗異。在這 5具鐵心銅體子銃當中，有 4具由
工部的兵仗局製造，用於中樣佛郎機銅銃上。其火門均有可掀閉之活蓋，可避免
14.	閩粵地區因使用木炭煉鐵，避免因煤中含硫所導致鑄鐵品質低落的現象，故所鑄之砲冠絕全國。參見李
弘祺，〈中國的第二次銅器時代：為什麼中國早期的炮是用銅鑄的？〉，《臺大歷史學報》，36（臺北：
2005），頁 1–34。
15.	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本，第 4分（臺北：2010），頁 768–832。
16.	如見 Keith	Krause,	Arms and the State: Patterns of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Trade	(Cambridge,	U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8–52;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Lynn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121–166.
17.	先前只有少數文章零星提及此法，如 Donald	B.	Wagner,	“Chinese	Monumental	Iron	Casting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3–4	(2000),	pp.	199–224；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本，第 3分（臺北：2004），頁 573–634。
18.	王兆春，《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197–204；劉旭，《中國古代
火藥火器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106–116；成東、鍾少異，《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 240；楊豪，〈遼陽發現明代佛郎機銅銃〉，《文物資料叢刊》，7（北京：
1983），頁 173–174。
